15、陕西

在陕西省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1953-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高于1964-1982年。可知这些地区灾情甚轻。既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规模不大。查西安府分县资料，未见有人口规模性死亡之痕迹。延安、绥德、榆林三府州境内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大饥荒只见于陕西之南，即秦岭以南的陕南山区。在清代，其府级政区为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分别对应于1953年的汉中地区、兴安地区和商州地区。汉中府境包括南郑、汉中、凤县、留坝、佛坪、镇巴、黎平、褒城、勉县、城固、洋县、西乡、宁强和略阳；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1964-1982年则有18.5‰。查六部市县志
，有死亡率记载的略阳县、西乡县、城固县和镇巴县，均见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断，汉中府境内的大饥荒，是全局性的。

汉中等六市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1961-1964年为14.3‰，1964-1982年为17.6‰。灾后三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68年，似乎不正常。细查之，1964年嘉陵江大水，汉中地区遭受严重水灾，损失严重。略阳县城几乎全部淹没，是年略阳县人口死亡率为16.6‰，城固县为16.5‰，西乡县高达18.1‰，镇巴县更高达23.2‰，均与此次大灾有关。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汉中府境人口净增加3.9万。以镇巴等四县计，1958-1961年，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8.2万。汉中府的实际减少人口为4.3万。从《城固县志》和《镇巴县志》的记载看，大饥荒中，汉中地区是一个人口的迁入区。如在城固，四年间的净迁入人口多达10.2万，镇巴县只有0.3万。城固县的数据不可信，是由于其历年的人口数与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及迁入人口无法对应。如以镇巴县数据为准进行推测，汉中府境净迁入人口约为3.5万，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7.8万。

兴安府境包括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平利、镇坪、旬阳、白河；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1‰，1964-1982年为16‰。查石泉、平利和紫阳三县县志
，各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推测大饥荒中各县情况相似或相同。1958年岚皋县7区划入紫阳，1961年划回。然而，在《紫阳县志》中，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并没有进行调整，故其1958年数据和1960年数据皆不可用。

平利、紫阳两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1953-1957年，石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6‰，三县平均约为22.9‰。灾后平利、紫阳两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石泉县1961年底至1964年中为10.5‰，三县平均为13.3‰。三县灾后人口低增长，除了与1964年的水灾有关外，还与灾后人口的大量外迁有关。如在石泉，从1961年开始，每年人口迁出多于迁入。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兴安府人口净增加0.6万。石泉、平利两县合计，四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8.6万。据此，兴安府境减少人口8万。紫阳县1960年净迁入人口为800余人，石泉县则多达4700。据此测算，兴安府境四年中的净迁入人口至少有3万。如此，在大饥荒中，兴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1万。

商州境辖商县、商南、洛南、丹凤、山阳和镇安；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8‰，1964-1982年为15.5‰。商州境内六县当中，商县和商南县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高于1964-1982年，查《商南县志》，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虽较1962-1963年为高，但较灾前还要低一些。故认定当地没有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在商县（商州市），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万人，由此认定商州灾区包括商南县以外的五县。

从1953年中至1957年底，商县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3‰，1961-1964年为20.2‰，1964-1982年为15.2‰。
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偏低，是因为洛南县1956年人口增长速度过低所致，原因不明。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商州五县净减少人口0.8万。商县、洛南两县合计，四年大饥荒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4个千分点，推及灾区五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5.5万，五县合计减少人口6.3万。丹凤县1961年净迁入人口0.1万，洛南县1959-1960年净迁出人口0.3万。商县无迁移记载，根据历年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计算，四年净迁入人口0.4万。三县合计，净迁入0.2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所得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山阳、镇安两县灾情严重，人口外出应当稍多。如此，商州五县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洛南县志·人口篇》记载，1960年至1962年由于三年经济困难，死亡率上升。 然而，1960年洛南县人口死亡率只有6.97‰，是低死亡率，原因不明。

凤翔府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7‰，1964-1982年为18.9‰。从总体上说，这一区域没有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不过，分县而论，麟游、陇县和行政上属于甘肃省管辖的张家川县一部分，则属灾区。从人口普查数据上看，此2县1953-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最低，且与甘肃省灾区毗邻。根据麟游、陇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0.2万。
加上张家川县一部分，合计约为1万。

位于乾州境内的武功县1959年人口有所减少
，疑发生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因无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不予讨论。兹将陕西四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列如表15。

表15   1958-1961年陕西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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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1982
	1961-1964
	
	
	
	

	汉中府
	14.0
	13.0
	20.3
	239.2
	18.5
	14.3
	243.1
	7.8
	239.2
	3.3

	兴安府
	9.0
	14.1
	22.9
	182.6
	16.0
	13.3
	183.2
	11.0
	182.6
	6.0

	商州
	5.0
	11.0
	17.3
	126.4
	15.1
	20.2
	125.6
	6.3
	138.6
	4.5

	凤翔府
	2.3
	7.8
	17.9
	25.2
	16.6
	39.6
	21.7
	1.0
	180.6
	0.6

	合计
	30.3
	45.9
	78.4
	573.4
	66.2
	87.4
	573.6
	26.1
	741.0
	3.5


说明：1、商州包括：商州、洛南、镇安、丹凤、山阳；凤翔府包括麟游、陇县和张家川县一部分；汉中、兴安两府包括所属全部。 

      2、汉中、兴安、商州三府境内的人口死亡主要发生在1958-1961年，凤翔府境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

在陕西灾区四府中，兴安府人口死亡最多，死亡率最高。次则汉中和商州，凤翔府仅有与甘肃相邻的两县经历饥荒。

根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从1958年至1960年，全省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15.3万。
在《陕西省志·人口志》中，1961年人口死亡率只有8.7‰，很低。然本节计算，1961年为灾年，仍有一定数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例如，1961年平利县人口死亡率为12.3‰，西乡县为11.1‰、城固县为16.5‰、商县为10.7‰、洛南县为10.6‰、陇县为11.9‰，均超过全省人口的死亡率。比较而言，本节计算更为准确。

16、甘肃

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甘肃是一个人口迁入多于人口迁出的省份。由于人口的迁入并无规律可循，所以，按照样本市县的人口增长速度测算一府之地的灾前人口，容易出现偏差。1960-1964年的四年中，甘肃（不包括宁夏府和西宁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4.18万
，可是，各市县志对于当地的人口外迁，多无记载。这样，本节的分析也就面临许多的困难。

兰州府境地域广大，包括兰州市、临夏市、皋兰、榆中、永靖、靖远、和政、临洮、景泰、临夏、积石山、东乡、康乐、广河、同仁和渭源。1953-1964年兰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4-1982年为26.1‰。根据临夏等八市县资料，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3‰，1961-1964年为19.2‰，1964-1982年为33.3‰。
1961-1964年人口的低增长，应是人口大量外迁之结果。根据上引资料，1962年和1963年，甘肃省净迁出人口约为44.44万。1964年以后，迁入人口始终多于迁出人口。兰州府的情况不会例外。作为甘肃省会所在地的兰州府，人口迁移的数量和比例应该超过其他地区。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兰州府境人口净增加18.6万。临夏市、靖远县和东乡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9.3万，大灾中兰州府净增人口仍有9.3万。也就是说，兰州府境灾情较轻，以府为单位，从人口总数的变动中看不出灾难的痕迹。

根据各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各市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临夏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1万，靖远县0.2万，东乡县约0.5万。又据临夏县委报告，三年中共死亡32003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5682人。将临夏市与临夏县合计，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9‰，而1964-1982年则为11.3‰，由此可知，兰州府某些县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仍可从人口总数的变动中得到反映。

鉴于此，有必要对兰州府境进行再分区。临夏市、临夏、东乡、康乐、广河、同仁、渭源、夏河八县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或大大低于1964-1982年，推测此八县均为灾区县。细查之，此八县皆分布于兰州府南境，可见灾荒有其地域性。根据上述灾前、灾后人口增长率进行计算，三年大饥荒中，八县人口净减少12.2万。东乡、临夏市有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记载，两县市合计，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0个千分点。此两县人口死亡规模偏小，八县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死亡率约20个千分点。如此，八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7万。大饥荒中，八县人口共减少13.9万。临夏市三年中的人口迁入与迁出基本平衡，按照人口总数及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计算，靖远县净迁入人口1.6万，其他县不详。假定迁入与迁出平衡，八县的全部减少人口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巩昌府境包括宕昌、会宁、会川、定西、通渭、陇西、漳县、岷县、甘谷、武山、碌曲、临潭、卓尼和西河；宕昌、会宁两县除外，其他12县1953年至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64-1982年。虽然会宁县前一时段人口增长速度略较后一时段为高，但查《会宁县志》，仍发现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合而计之，1953-1964年会宁等13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2‰，1964-1982年则为26.5‰。
1953年巩昌府境内的若干县人口数据存在问题。在已经查阅的五部县志中
，就有临潭县、陇西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与1954年底人口登记数同。类似的错误在其他省很少发现。以临潭、陇西、会宁、定西、西和五县计，1953年普查人口合计为909539人，而统计人口只有851826人。根据临潭、陇西两县的情况，可以大致断定1953年数据的误差不是政区变动所致，而是准确性的问题。比较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地方志中的记载是真实的，如此，1953年巩昌府的普查人口数是一个高估了的数据。

临潭等五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3‰，1960-1964年为23.2‰。按照临潭等五县1953年普查人口与统计人口的比例对巩昌府1953年普查人口进行修正，最后的结果是，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巩昌府境净减少人口12.9万。

陇西、会宁、临潭三县合计，1958-1960年三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5个千分点。这一数值太高，在于陇西县1958年人口出生率高达60.8‰，颇为异常。若以为巩昌府出生人口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为35个千分点，即灾前人口还应增加7万。全部减少人口约为19.9万。陇西、会宁两县合计，三年中的迁入人口为23168，迁出人口为23465，迁入与迁出基本平衡。如此，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秦州辖境包括天水市、天水、清水、秦安、礼县、两当、徽县、张家川的一半；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3.7‰，与巩昌府12县的情况基本相同。由于巩昌府境内的一批县1953年人口数有所高估，故实际人口增长率应当高一些。从1953年至1957年，张家川、礼县、清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
，其中张家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3.7‰，是1955年和1956年有9000人口从县外迁入所致。从1960年至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4‰。增长水平不高。细查之，1963年三县人口皆少于1962年，其中张家川县1962年人口即少于上一年。如果没有更为细致的资料，很容易令人猜想减少的人口可能为上引资料所称近百万外迁人口的一部分。然而，《清水县志》显示，从1961年至1964年，清水县净迁入3538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也称，1962年至1966年，有5004名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家乡。由此可以推知，大灾之后，三县均存在严重的人口浮夸。

在三县县志中，只有《清水县志》记载1962年自然增长率为41.99‰，其余不知。考虑到1961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不高，灾后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巩昌府的水平应是没有问题的。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秦州境内净减少人口32.6万。假定三年中秦州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0个千分点，则灾前人口还可增加5万，秦州境内全部减少人口大约37.6万。1959-1960年，清水县和张家川县净迁出人口各为1.2万。以此测算，秦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11.6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6万。

各县县志《大事记》的有关记载如下：1960年1月至4月，张家川发生严重饥荒，人口开始大量外流、浮肿和死亡。1959年清水县群众生活困难，口粮短缺，出现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现象，清水成为甘肃10个重灾县之一。1961年1月，收治浮肿等病人1.26万人，收养孤儿1400多人，基本制止了因饥饿等原因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在礼县，1959年全县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群众在长时间缺粮的情况下出现了浮肿、干瘦、闭经、子宫脱垂及小儿营养不良等慢性病。到1961年，全县共有各种病人75801例，发病率为30.44%，死亡2978人，病死率3.92%。非正常死亡人口三年共计32460人。

阶州位于秦州之南，包括舟曲、武都、成县、康县、文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4‰，1964-1982年为21‰。在已查阅四部县志中，舟曲无1957年和1958年人口数据，成县无1957-1960年人口数据。1953-1958年，武都和康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7‰，四县合计，1953-1956年为17.1‰。1961-1964年为12.9‰，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阶州境内净减少人口7.7万。阶州境内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较低，人口出生率也应较低。假定三年大饥荒中阶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5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万，全部减少人口共约8.9万。关于外迁人口，各县县志均无记载或无完整记载。在成县，1961-1964年，历年迁入、迁出人口基本平衡，共迁入人口9814人，迁出人口9361人，迁入稍多于迁出。可以推测三年大饥荒中，当地并无大量人口外迁。在阶州，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泾州境有四县：灵台、崇信、泾川和镇原；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6‰，1964-1982年为20.2‰。由于各县1953-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均大大低于1964-1982年，故判断泾州境内的饥荒是全局性的。从1953-1958年，泾州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5‰，与阶州相近。1960-1964年为24‰，超过1964-1982年的19.8‰。
从1957年底至1960年底，泾州境内人口净减少7.2万。如果大饥荒三年中泾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0个千分点的话，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万，合计减少人口8.5万。1961年，崇信县净迁入人口0.1万，1961-1963年，崇信县净迁入人口0.2万，不存在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如果1958-1960年间净迁出人口为1.3万的话，泾州的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庆阳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5‰，1964-1982年为25.5‰。从所阅华池、环县、宁县三县县志看，没有发现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平凉府境包括海原、隆德、泾源、固原、西吉、华亭、静宁、平凉、庄浪、同心县一部分和张家川县一部分。平凉府境的灾情相当复杂。根据《隆德县志》所载数据，可以判定该县无灾情。1953-1964年隆德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7.1‰，大大高于该县1964-1982年的19.1‰。固原县的灾情不重，从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3万。1953-1964年，固原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6‰，低于1964-1982年的32.9‰。不过，固原县1954年和1957年曾有5个乡划出，否则人口增长速度还要高一些。1959-1961年，静宁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9万，该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7‰，大大低于1964-1982年的21.9‰。1953-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的高低，与灾情的轻重密切相关。另外，隆德、固原两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静宁及其他灾区严重之县位于甘肃境内。平凉府境内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甘肃境内。

将已查阅的平凉府境六市县分为甘肃、宁夏两个部分。平凉、静宁、庄浪三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7‰。泾源、隆德、固原三县合计，1954-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5.1‰。
除了上述三县外，华亭县也属于平凉府境甘肃四县之一。平凉、静宁、庄浪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平凉府境甘肃四县净减少人口6.1万。三年大饥荒中，静宁、庄浪两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2个千分点，推及四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9万。合计减少人口7万。根据历年人口总数及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静宁、庄浪两县三年中净迁出人口1.6万，推及四县，当有2.8万人口外迁。如此，四县非正常死亡约为4.2万。

根据固原县和隆德县的人口死亡情况，可以判断固原、西吉、海原、隆德、泾原及同心县之一半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9万。如此，平凉府境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1万。就自然条件而言，平凉府境中的甘肃部分优于宁夏部分，然而，从人口死亡的规模看，甘肃部分大大多于宁夏部分。其中的奥秘在于政策的导向。也就是说，甘肃方面执行了较宁夏方面更为苛刻的左倾政策，导致比宁夏更为严重的人口死亡。

宁夏府境包括银川市、宁朔、贺兰、平罗、惠农、吴忠、金积、中卫、中宁、永宁、灵武、盐池和同心县和一半；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7‰，1964-1982年为36.2‰。据此推测，既使存在饥荒的话，规模也不会大。查中宁、中卫和永宁三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三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7万。
以此推及全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6万。

根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册》所载历年人口总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1958-1961年的四年中，宁夏回族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万。
将上述宁夏府2.6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与平凉府境属于宁夏所辖0.9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万。两种计算结果相近。

凉州府境包括古浪、天祝、永昌、金川（金昌）、武威、民勤和永登；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1964-1982年为24‰。据此判断，凉州府境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当大。分县论之，古浪、天祝两县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1964-1982年，查《古浪县志》，除1958年外，其余历年人口皆呈增长状，由此推测，此两县未经历大饥荒。另外，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1958-1961年，民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万，永昌县约0.7万。加上武威和永登两县，四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5万人左右。
 
在甘肃走廊各县，人口变动很大，历年人口数的变动，几无规律可循。如在甘州张掖县，从1958年至1963年，人口年年减少，原因不明。根据《民乐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有0.4万，如果各县情况同此，甘州四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万。
又如肃州，从1960年至1963年，酒泉县人口持续减少，高台县人口忽减忽增。假定肃州人口死亡的比例与甘州相同，合计有1.2万非正常死亡人口。

安西州辖五市县：玉门、肃北、阿克塞、敦煌和安西。玉门是一个新兴的石油城市，肃北和阿克塞是小县，全县人口约2000，死亡人口可以不计。在安西县，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在1959-1960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4万。如果敦煌县达到同样水平，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万人。

西宁府也是甘肃省的一部分，现属青海省。1953-1964年，西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5‰，1964-1982年为33‰。由于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很难据此判断是否存在规模性的人口死亡。不过，将已经查阅的西宁府境六县人口合计，1960-1961年，六县人口持续减少，1962年以后逐年增加。这一人口变动模式显示当地存在大饥荒。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西宁府净减少人口6.9万。大通、湟源、湟中三县合计，1959-1961年，三县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2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9万，全部减少人口为9.8万。三年中，湟源、湟中两县的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基本平衡，推定西宁府的情况类此，则全府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甘肃各府境内人口变动情况见表16。

表16   1958-1961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府  州
	灾区
县市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8年
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1年
人口
	死亡
	1958年
	死亡人

	　
	
	1953-1964
	1953-1958
	
	1964-1982
	1961-1964
	
	人口
	全府州人口
	口比例

	兰州府
	8.0
	6.3
	29.3
	95.4
	28.7
	19.2
	83.2
	13.9
	264.1
	5.3

	巩昌府
	13.0
	-3.2
	39.3
	209.0
	26.5
	23.2
	196.1
	19.9
	219.9
	9.0

	秦州
	7.5
	-3.7
	20.1
	171.5
	24.5
	23.2
	138.9
	26.0
	171.5
	15.2

	阶州
	5.0
	2.4
	17.1
	82.8
	21.0
	12.9
	75.1
	8.9
	82.8
	10.7

	泾州
	4.0
	4.6
	18.5
	66.6
	20.2
	24.0
	59.4
	7.2
	66.6
	10.8

	平凉府
	9.8
	7.4
	16.7
	81.3
	24.6
	27.5
	75.2
	5.1
	160.4
	3.2

	宁夏府
	12.5
	34.7
	38.2
	105.4
	36.2
	14.7
	124.9
	2.6
	105.4
	2.5

	凉州府
	4.0
	-2.0
	40.0
	138.5
	23.8
	15.0
	109.4
	5.0
	162.1
	3.1

	甘州
	4.0
	7.6
	16.4
	56.1
	24.2
	4.8
	55.1
	1.7
	56.1
	3.0

	肃州
	5.0
	5.4
	32.1
	43.8
	25.8
	7.3
	38.4
	1.2
	43.8
	2.7

	安西州
	2.0
	43.7
	60.5
	10.4
	35.2
	49.7
	10.6
	1.0
	19.8
	5.1

	西宁府
	12.0
	22.5
	34.2
	150.8
	33.0
	43.6
	143.9
	9.8
	150.8
	6.5

	合计
	86.8
	
	
	1211.6
	
	
	1110.2
	102.3
	1503.3
	6.8


说明：1、兰州府包括临夏市、临夏、东乡、康乐、广河、同仁、渭源和夏河县；巩昌府包括会宁、会川、定西、通渭、陇西、漳县、岷县、甘谷、武山、碌曲、临潭、卓尼和西河；平凉府包括所属各县，本表前一部分计算只采其4.3县数据，详见正文；凉州府包括永昌、永登、武威、民勤；安西包括安西和敦煌；甘州包括所属全部：山丹、民乐、张掖、临泽；肃州包括所属全部：肃南、酒泉、金塔、鼎新、高台；西宁府包括所属全部：西宁市、门源、大通、湟源、贵德、乐都、互助、民和、化隆、湟中、平安、尖扎、循化。其他各府州包括所属全部，具体县名见上文。

2、兰州府、阶州、平凉府、凉州府、甘州、肃州、安西州和西宁府的人口死亡主要发生于1959-1961年。巩昌府、秦州、泾州主要发生于1958-1960年，宁夏府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

    据表16，甘肃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东部秦州、阶州和泾州，次则为中东部地区巩昌府，其他地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合而计之，甘肃省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02.3万，只是这一行政区划是按照清代的省级单位确定的。排除宁夏府、西宁府和平凉府的一部分，1950-1960年代的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87万。按照《中国人口·甘肃分册》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四年中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65.3万
，较本节分析略少。

上文引《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称1960-1963年甘肃境内的净迁出人口多达94万。本节分析只见甘肃东部的秦州地区有十余万人口外迁。其他如河西走廊地区，1960年后人口持续减少，也与人口外迁有关。按照《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进一步说明，在外迁人口中，兰州市、白银市和酒泉市，迁出的人口最多。城市人口的外迁，本节未予分析。

清代不属于行省管辖的青海（西宁府以外的部分）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4.5‰，查贵南、共和、刚察三县县志，有关人口死亡率记载甚少，只知1959年共和县人口死亡率为9.1‰，1964年为10.6‰，基本正常。历年人口增长迅速，看不出有人口大规模死亡的迹象。
陈一咨称青海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0万。杰帕斯·贝克根据其掌握的大量资料描述了青海的人口死亡。但是，根据附表1，1953－1964年西宁府和青海其它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2.5‰和24.5‰，1964－1982年分别为33‰和34.6‰，22‰－24‰似乎是该地区人口增长正常值。问题可能在于，对于青海这样一个人口迁入的主要省份，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不过，1953年青海人口约为165.7万，按照30‰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958年只有人口192.1万，如果青海人口真的死亡90万人的话，则近半数。而要达到1964的的212.8万人口，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可能的，其间必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存疑待查。

17、其他地区

东北地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少，且不分府，故以省为单位进行计算。在辽宁，依《中国人口·辽宁分册》所载数据计算，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8万。
辽宁省之辽西境内有10个灾区市县清代属于承德府境，上文已经计算，其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万人。排除不计，辽宁省之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3万。在吉林，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从1959年至1962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2万。
黑龙江为19万。
在属于内地的山西省，依照《中国人口·山西分册》所载数据，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6万人。

三、讨论

1、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与死亡成因

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见表17。

表17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单位：万
	省名
	全部
	灾区
	全部
	灾区
	灾前
	非正常
	比例
	排序

	
	府数
	府数
	县数
	县数
	人口
	死亡人口
	（%）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26.1
	1.42
	15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6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7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53.2
	5.13
	


资料来源：据表1-表16和附表1计算。

说明：（1）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雷州府和佛冈厅，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杂谷厅和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乾州、邠州、鄜州、同州府、延安府、绥德州、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20个府未经历灾荒。
 （2）清代“府”境辖1953年的县，县有合并分折，故有小数。
杰斯帕·贝克认为中国的劳改农场大约有1000万犯人，其中至少有20%的死亡率。其实，按照中国的劳改制度，劳改农场的犯人户口已经计入农场所在县，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包括此类人口。

表1-表16讨论的是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区灾前总人口的比例，表17讨论的是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总人口的比例。依表17，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50余万，其中四川人口死亡最多，安徽次之，河南、湖南再次之。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1%，其中安徽灾情最重、四川次之，贵州再次之。

本文所得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规模与多数学者的估计数相近。然而，与多数学者分析的思路不同，本文分析建立在县级、府级数据的基础之上，所得数据的可信度更高，估计更准确，同时也为将来的类似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该如何解释多达3250余万人口的巨大死亡。如果就事论事，现有的理论可以较为完满地解释1959-1961年所发生的一切。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战争和天灾可以在某一特定区域大量损害农业生产，导致广泛的食物短缺，并最终引起饥荒。林毅夫和杨涛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了Sen的新观点。Sen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思路。尽管人均食物产出的不足可能引起饥荒，但它只是众多可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人均食物产出得到维持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饥荒的出现，可能由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下降，也可能来自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化，这些都使得部分人口不能获得充足的食物。
林和杨首次以经济计量方法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在 1959－1961 年严重的供给冲击下，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并且，城市偏向弹性——它衡量农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对该省死亡率的影响——大约比食物供应量弹性大72％。采用另一种衡量方法可知，被城市偏向解释的各省死亡率是被粮食供应解释的死亡率的两倍。这些结果指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和杨涛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所分析的人口数据及粮食数据来自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人口与粮食数据，研究者应当进行细致的讨论和修正，不能全盘接受。其二，城市偏向即城市食物的保障供给，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论对于这一时代的经历者，还是对研究者，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利用经济计量方法验证常识，并无不可。然而，林和杨据此结论，“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则失之偏颇。因为，这一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同类的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准确地讲，林和杨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比较食物供应量和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饥荒的影响时，后一因素大于前一因素。然而，根据本书提供的数据，我们还可以证明，在以上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

2、人口死亡的省级差异

据表17，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区，甘肃占6.5%，陕西只有1.4%。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

这一结果与19世纪中后期的战争与饥荒存在某种奇怪的联系。按照笔者的一项专门研究，可知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开始的西部回民战争（包括云南和西北）、1876年发生的北方大旱灾。从1851年至1878年的27年中，战区和灾区共有1.2亿余人口死于屠杀、饥馑和瘟疫。
分省而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同，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仍大大高于江苏，略低于浙江。从人口比例上说，浙江、江西的人口损失均大于江苏。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讲，江苏人口的死亡都大大超过浙江和江西。一个世纪前发生过人口重大损失的浙江和江西，此次人口死亡的规模都相当小。

再看华中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湖南、湖北人口均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在湖北，死于战乱者多达500万，约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22.5%。湖南死亡人口大约200万，约占占前全省人口总数的9.2%。一个世纪以后，湖北、湖南均遇灾荒。与一百年前的情况相反，无论从人口死亡数还是从人口死亡的比例上看，湖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均大大超过湖北。

同一现象还发生在西南地区。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的21.3%。贵州和四川免于战祸，人口一直增长着。一个世纪以后，贵州和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相对而言，云南人口死亡的规模就要小得多。  

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
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甘肃人口的死亡比例大大高于陕西。仔细分析，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发生的人口灾难。1928-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关中地区大约300万人口的死亡，1920年的甘肃海原大地震虽然也造成23.4万人口的死亡，但人口损失的规模与陕西相比，要小得多。

在华北地区，1876-1878年的大旱灾导致山西人口死亡多达882.7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1.4%。比较而方，此次大灾对于华北其他地区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或小得多。在河南，大灾造成的人口死亡约747.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22.2%，山东死亡人口约为194.9万，占灾前全省人口的5%，河北灾中死亡人口约为288万，占灾前人口10%。在1959-1961年大饥荒中，山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只有数万人的规模，仅占灾前全省人口的0.4%，其他省份人口死亡规模却要大得多。

在华南地区，广东人口死亡比例较低，与大批粤人迁往香港有关。另外，由于广东省居民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大饥荒中，来自香港的食品对于广东居民渡过难关帮助甚大。广东、广西两省人口死亡比例的差异，与历史时期的战争或灾荒无关。

更为精细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1959-1961年各省饥荒程度与18世纪后半叶的战争与饥荒有关，而与人均拥有粮食的潜在值无关。表18列出1880年各省死亡人口占1851年各省总人口的比例。这一人口损失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战争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于1864年结束，而大旱灾于1776年才发生。1880年人口不是战后人口，而1851年人口也不是灾前人口。为了分析时段的统一，截取此30年仍是有意义的。

表18  19-20世纪中国分省死亡人口比例及排序、1953年粮食产量及排序

	省名
	1851-80
死亡比例（%）
	排序

1
	 1959-61死亡比例（%）
	排序

    2
	排序

1+2
	1953年

人均粮食（斤）
	排序

3
	1959-61死亡比例排序4
	排序

3+4


	江苏
	34.1
	7
	2.9
	10
	17
	590.5
	9
	8
	17

	浙江
	47.1
	3
	0.5
	17
	20
	630.1
	5
	15
	20

	安徽
	42.8
	6
	18.4
	1
	7
	
	
	
	

	江西
	45.2
	5
	1.1
	16
	21
	684.8
	1
	14
	15

	湖南
	-3.2
	12
	6.8
	4
	16
	669.0
	3
	3
	6

	湖北
	14.5
	10
	2.2
	11
	21
	656.9
	4
	9
	13

	福建
	23.0
	8
	2.0
	12
	20
	595.1
	7
	10
	17

	广东
	-10.8
	14
	1.6
	13
	27
	582.8
	10
	11
	21

	广西
	-14.9
	15
	4.7
	7
	22
	621.2
	6
	6
	12

	贵州
	-16.6
	16
	10.2
	3
	19
	494.4
	13
	2
	15

	云南
	8.1
	11
	4.2
	8
	19
	
	
	
	

	四川
	-23.7
	18
	13.1
	2
	20
	675.0
	2
	1
	3

	山东
	-9.5
	13
	3.4
	9
	22
	511.9
	11
	7
	18

	河北
	-16.8
	17
	1.1
	15
	32
	355.6
	16
	13
	29

	河南
	14.8
	9
	6.1
	6
	15
	399.6
	15
	5
	19

	陕西
	46.7
	4
	1.4
	14
	18
	595.1
	8
	12
	20

	甘肃
	71.3
	1
	6.5
	5
	6
	463.5
	14
	4
	19

	山西
	48.1
	2
	0.4
	18
	20
	502.7
	12
	16
	28


资料来源：1851-1880年人口死亡比例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表16-1计算，第691-701页；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见本书表1-表16；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量系笔者从各省档案馆所获各省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数得出。资料出处从略。

说明：江苏省1959-1961人口死亡比例的计算，已经将松江府（包括上海）人口包括在内。陕西人口也已包括全省人口，而不仅仅指四个灾区府的人口。安徽、云南数据缺。由于数据有缺，在计算人均粮食时，清代承德府境未予计入。

人口死亡比例最大者排序为1，最小者为18。据表18，除了安徽、甘肃、广东和河北四地，其他各省19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与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死亡比例排序正好相反，两个排序值相加，约为19-20。这说明，就大多数省份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死亡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一百年间的人口死亡程度达到了平衡。在排除上述四地以后，分别对其他14个省两个时期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是呈现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0.82和-0.91）。

河北省的例外是因为该地崛起了两座大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广东省的例外在于香港的支持。难以解释是安徽和甘肃，需要深入到府一级政区进行细致的讨论。   

    3、人口死亡的府级差异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徽是主战场。根据笔者的研究，战争中安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达1700万，占战前人口的45%。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之后，安徽何以重新出现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将区域分析深入到府一级政区，可以找到与上文同样的答案。

兹将两个时代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19。

表19  太平天国战争及1959-1961年大饥荒中安徽分府人口死亡数及比例（%）

	府  州
	185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死亡
比例
	排序
 1
	1958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死亡
比例
	 排序
2
	排序
1+2

	　
	
	
	
	
	
	
	
	
	

	庐江府
	416.5
	76.5
	18.4
	11
	499.0
	116.0
	23.2
	 3
	14

	和州
	50.2
	     0 
	  0
	12
	75.1
	19.3
	25.7
	 1
	13

	滁州
	70.4
	45.8
	65.1
	 6
	84.5
	11.1
	13.1
	 8
	14

	泗州
	184.2
	69.6
	37.8
	 9
	219.5
	25.3
	11.5
	 9
	18

	凤阳府
	511.3
	166.9
	32.6
	10
	662.3
	150.0
	22.6
	 4
	14

	颍州府
	467.0
	0
	0
	13
	826.1
	194.5
	23.5
	 2
	15

	六安州
	168.2
	65.1
	38.7
	 8
	151.3
	23.8
	15.7
	 6
	14

	安庆府
	640.0
	360.0
	56.3
	 7
	339.8
	33.0
	9.7
	10
	17

	池州府
	322.0
	280.0
	87.0
	 2
	109.6
	2.0
	1.8
	12
	14

	太平府
	173.0
	130.0
	75.1
	 5
	152.8
	9.6
	6.3
	11
	16

	广德州
	64.3
	60.1
	93.5
	 1
	47.4
	7.2
	15.2
	 7
	 8

	宁国府
	400.0
	323.2
	80.8
	 3
	171.6
	37.0
	21.6
	 5
	 8

	徽州府
	271.5
	209.2
	77.1
	 4
	107.0
	1.8
	1.7
	13
	17

	合计
	3738.6
	1786.4
	47.8
	
	3446.0
	630.6
	18.3
	
	


资料来源：1851年数据来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504-505页；1958年数据来自本书表3。

表19分别列出安徽各府州1851年太平天国战前人口、战争中死亡人口及死亡人口比例，并对人口死亡的比例的大小进行排序。除了广德州和宁国府存在例外，其余各府州的序号加总值均围绕15波动。这也就是说，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外，在安徽，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死亡比例大的地区，1959-1961年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比例小，反之亦然。最典型的地区是和州和颖州府，太平天国战争中几无损失，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比例最大；池州、徽州、太平三府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排名为第2、第4和第5，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分别排名为第12、第13和第11。排除广德州和宁国府，对安徽11个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94和-0.93）。广德州境和宁国府境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后，何以几十年后又遭此劫难，原因不详。总之，太平天国造成安徽人口的重大损失，却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则得以保全，人口没有死亡或死亡甚少。这些地区在百年以后，成为人口死亡的主要地区。

甘肃的数据更能说明同一问题。将回民战争及1959-1961年大饥荒中甘肃人口死亡比例及排序列如表20。

表20  回民战争及1959-1961年大饥荒中甘肃分府人口死亡数及比例（%）

	府名
	1861年

人口
	死亡

人口
	死亡

比例
	排序

  1
	1958年
人口
	死亡

比例
	排序

2
	排序

1+2

	泾州
	92.8
	69.3
	74.7
	6
	66.6
	10.8
	2
	8

	平凉府
	281.2
	249.1
	88.6
	3
	81.3
	3.2
	8
	11

	庆阳府
	141.0
	128.7
	91.3
	1
	82.4
	0
	13
	14

	宁夏府
	166.9
	149.9
	89.8
	2
	105.4
	2.5
	12
	14

	巩昌府
	209.9
	134.0
	63.8
	9
	209.0
	9.0
	4
	13

	秦州
	96.3
	3.0
	3.1
	12
	171.5
	15.2
	1
	13

	阶州
	42.0
	-5.1
	-12.1
	13
	82.8
	10.7
	3
	16

	兰州府
	298.5
	210.4
	70.5
	8
	95.4
	5.3
	6
	14

	西宁府
	81.5
	55.1
	67.6
	10
	150.8
	6.5
	5
	15

	凉州府
	166.6
	120.8
	72.5
	7
	138.5
	3.1
	9
	16

	甘州府
	100.0
	81.2
	81.2
	4
	56.1
	3.0
	10
	14

	肃州
	50.0
	38.4
	76.8
	5
	43.8
	2.7
	11
	16

	安西州
	8.6
	5.0
	58.1
	11
	10.4
	5.1
	7
	18


资料来源：1851年数据同表19，其他数据据本书表16和附表1计算。

最典型的是庆阳府和宁夏府，回民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最多，1959-1961年中人口死亡最少甚至无死亡。秦州和阶州人口死亡最少。1959-1961年秦州和阶州的死亡人口比例分别占第一和第三位。一百年前受战争破坏较轻或未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一百年后的饥荒程度最为严重。只有泾州例外，回民战争中人口死亡比例高达74.7%，位居第六，1959-1961年人口死亡比例仍高达10.8%，位居第二。泾州辖县少，范围小，这一特例尚不足以推翻本文的结论。对甘肃各府州两个时期的人口死亡比例和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分别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皆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78和-0.79）。

表21  河南、湖南两省两次大灾中的人口死亡与1953年人均粮食

粮食：斤

	         死亡人口占灾前比例（%）  1953年           死亡人口占灾前比例（%）1953年

	河南

	1851-80


	1959-61

	人均粮食

	湖南

	1851-80

	1959-61

	人均粮食



	彰德府
	26.4
	1.2
	410.1
	长沙府
	-18.9
	11.9
	631.5

	卫辉府
	31.1
	2.2
	453.1
	衡州府
	13.8
	5.3
	699.4

	怀庆府
	25.5
	4.1
	397.5
	宝庆府
	-11.8
	3.9
	496.6

	开封府
	31.5
	1.9
	321.5
	岳州府
	36.7
	2.3
	842.7

	河南府
	12.7
	0.6
	334.6
	常德府
	-14.9
	3..3
	892.1

	陕州
	35.8
	0.3
	453.2
	澧州
	-21.0
	4.3
	849.4

	汝州
	16.2
	1.6
	340.3
	永州府
	-13.9
	7.1
	639.2

	许州
	23.6
	1.1
	358.3
	郴州
	17.3
	0.6
	627.1

	归德府
	25.8
	9.2
	411.8
	桂阳州
	17.3
	2.1
	615.6

	陈州府
	31.6
	6.4
	396.0
	永顺府
	-6.8
	9.7
	642.4

	汝宁府
	-8.0
	10.5
	490.7
	湘西四厅
	-79.4
	11.3
	671.6

	光州
	-7.8
	21.3
	433.4
	靖州
	22.0
	2.3
	663.3

	南阳府
	-9.7
	7.5
	403.2
	辰州府
	-5.4
	4.3
	614.3

	
	
	
	
	沅州府
	-3.4
	6.8
	701.9


资料来源：同表20。

再以河南、湖南为例。湖南若干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死亡，河南中部和北部则遭遇19世纪下半叶大旱灾的打击，人口死亡甚多。两个时期人口死亡程度的关系呈中等负相关（r值分别为-0.665和-0.734）。河南省在1876-1878年的大旱灾中，大约有748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然位于豫南地区的光州、汝宁和南阳三府州，不受影响。在三年大饥荒中，光州、汝宁两地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比例的排序，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南阳居第四。只有归德府和陈州府境有些例外。原因不明。在湖南，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较为严重的诸府，在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损失较小，反之则大。

为了节省篇幅，兹不拟对其他省进行类似的统计分析。只想罗列以下一些基本的事实。在江苏，据表1，1959-1961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扬州府、徐州府和通州。三地则地处长江以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的江北大营以扬州为屏障，苏北的大部分地区得以保全，人口持续增长。一个世纪以后，大灾难主要降临在苏北。只不过，在苏北地区扬州、徐州和通州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淮安、海州两府州境人口死亡甚少，其人口死亡比例甚至低于苏南，原因不详。至于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不大的松江府，在三年大饥荒中，属于上海市辖。上海市高效率的食物保障体系，应是松江府境诸县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陕西的情况相同。回民战争和大旱灾结束以后，关中地区（西安府、同州府和鄜州）死亡人口占战前总人口的45.8%，陕南地区（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占25.3%，关中以西的凤翔府、邠州、乾州合计占23.5%。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和凤翔府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占灾前人口的3.6%。其他地区几无人口非正常死亡。在灾区四府中，凤翔府人口死亡较少。这也与1928-1930年的大旱灾中凤翔府境也是重灾区有关。

4、历史记忆：对人口死亡成因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两个时代各省分府人口死亡数据似乎在向人们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人口的积累与人口的死亡相互关联：出生即意味着死亡，死亡亦意味着出生。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死亡的两次大悲剧之间，难道真的存在某种宿命的联系？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曾设提出这样一种假设：19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与饥荒，造成了若干地区严重的人口死亡。人口死亡又造成人地关系的宽松，最终导致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增加。当新的灾难降临之时，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多的地区，其化解灾难的能力明显强于那些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和粮食资源较少的地区。按照我对江西、陕西等地情况的了解，我对这一假设颇有信心。

然而，这一假设未能得到有效的证明。1958年的疯狂使得人们不敢相信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一项其他的研究中，我曾从各省档案馆搜集1953年全国分省各县耕地数、各类粮食产量数，以此求得分省各“府”人均拥有的粮食数。从1953年至1958年，中国的农业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假定5年间各地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幅度大体一致，那么，1953年各地人均拥有的粮食量的多少可以看作各地人均拥有的资源量的多少，至少在区域比较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只有在一些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外。

表18列出各省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并进行排序，将这一排序与人口死亡比例排序进行对比，可见人均拥有粮食最多江西人口死亡较少，但人均拥有粮食量位居第二、第三的四川和湖南，人口死亡比例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安徽、云南因数据不全不计）。不仅如此，人均粮食拥有量排名第12位的山西省，死亡人口比例位居最后。这三个农业大省的例子几乎可以让人产生错觉：人均粮食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人口死亡最多，反之则最少。这一结论当然是不准确的。对于表18中所列1953年各省人均拥有粮食和1959-1961年各省人口死亡比例这两个数列进行相关分析，也对各省人均拥有粮食的排序及各省人口死亡比例大小的排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皆无相关（r值分别为0.037和-0.006）。即使排除城市人口众多的河北（含北京和天津两市），结果相同（r值分别为-0.098和-0.127）。

以府级政区为单位，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与人口死亡比例之间也没有关系。兹以人口死亡较多的河南、湖南两省为例，人均粮食与人口死亡比例分别见表21。计算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两省人口死亡率与1953年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并无相关性（r值分别为0.43和-0.092）。对贵州、广西两个未遭受19世纪大灾难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可以同样证明这一点（r值分别为-0.09、0.021）。这一分析的基础是，大饥荒时代，粮食的流动方向是按照行政等级垂直进行的，很少见有区域之间的水平流动。

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在河南，人口死亡最多的汝宁府（信阳地区的一部分），1953年人均粮食最多。当河南信阳地区的国家粮库囤满粮食，而信阳的老百姓却在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个地区较高的粮食总产量或较高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能说明什么问题？

同样是农业大省，四川人口的死亡水平大大高于湖南，更高于江西。同样是安徽灾区，徽州府境人均拥有粮食最少，而该地人口死亡最少。在这些农业大省，无论以省级政区还是以府级政区为单位进行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口死亡水平差异很大，且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毫无关系。当然，这一论述并非对林毅夫和杨涛观点全面否定，而是说，采用户籍分类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采用区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林和杨观点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当大跃进狂飙骤起、浮夸风甚嚣尘上之时，各地政府均承受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巨大政治压力。从理论上说，各省承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是相同或相近的。在一个省区之内，各地承受的来自省级政府的压力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同样的推理可以一直落实到县一级和乡一级。问题在于，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下，各地灾情何以不同？上文证明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人口的比例对于人口死亡率几乎不产生影响，而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也与人口死亡率无关。那么，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原因。

就历史过程而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亩产的虚夸导致政府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当农民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完成征购时，政府通过“反瞒产”运动强行夺走农民的口粮，最终导致饥民的大量死亡。各地虚夸的幅度不一，导致各地粮食征购程度的轻重不一，也导致对于瞒产的认识不一，更导致征购农民口粮食的力度不一，最终导致农民死亡程度的不一。现在的问题是，何以有些地区产量大大高估，地方干部对于农民视如草芥，另一些地区却并非如此。为此，我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所谓“历史记忆”，这里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各地的灾情以及人口死亡的程度。在这一解释中，大饥荒的历史循着以下模式展开：

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1958年，各地承受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压力。在经历过大饥荒的地区，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不仅民间百姓如此，地方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地区，很少出现粮食亩产量的大浮夸，即使虚夸，幅度也有限。民间百姓对于粮食的高度重视，来源于对于大饥荒的记忆。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人民尚能依赖粮食而存活。另外，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直至消失，直至灾难降临，记忆重新获得、加强又至消失。当大饥荒没有得到人类智慧的理性对待时，同样的灾难具有重复出现的特征。

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例如，我们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人口较之其他地区的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例如，我们还需要证明，经历过大饥荒地区的地方基层干部或高级干部，较之其他地区的干部更尊重民情，更愿意倾听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地方干部作为民意的代表，有一套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付中央的指令。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早在1958年，地方利益已经成为地方干部行政决策的出发点。

至此，有关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题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探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在那些人口大量死亡的重灾区，幸存的人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只不过，关于大饥荒中人口如何生存，将是另一部著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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